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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理论”一词
在中国语境中的使用及其意义* ①

廉 敏

【提要】 “历史理论”一词在中国语境中的使用仍存在混乱情形，潜在地制约着中国历史理论
研究的发展。从历史上看，宋明时期逐渐出现了双音节词“理论”与“历史”，尚无“历史理论”;“历史
理论”一词在近代由西方传入中国，并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形势下凸显出该词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内
涵;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在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史学改革、继承我国史学优秀遗产、正确解
读经典等问题意识的推动下，“历史理论”概念的内涵得到深度探讨。“历史理论”是在近代中国树
立的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涵而不断中国化的外来概念。
【关键词】 历史 理论 历史理论 中国化

2019 年 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 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 正式成
立。这一国家机构的设立，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对历史理论研究的迫切需要。
在新时代推进中国的历史理论研究，至少面临两个问题: 一是对“历史理论”这一概念的理解与
运用仍然存在混乱情形; ①二是历史理论研究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时出现了一些问题。② 这对进
一步回答“什么是‘历史理论’”提出了要求。新近发表的《“历史理论”一词源流考———对中西历史
思想交流中一个关键概念的考察》一文对这一需求有所回应，③不过，该文以西方史实为主，对于此
词在中国的使用情形，则失之粗略。本文拟回顾“历史理论”一词在中国语境中的使用情形，以期有
益于对这一概念的准确理解。④

一、语言基础:中国古汉语中的“历史”与“理论”

“历史理论”一词在中国语境中的使用，以“历史”与“理论”二词的使用为前提。近些年来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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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基本命题研究”( 项目编号: 22BZS001) 的阶段性成果。
虽然近代以来不乏对“历史理论”这一概念的界定，但目前学界对该词的使用仍然存在各种盲目而任意的情形。例如，不少研究
者在使用“历史理论”一词时未能作出界定，其涵义往往需要读者根据文章内容自行推测;或者，一篇文章对同一对象既称之为
“历史理论”，又称之为“史学理论”;又或者，将同一研究对象区分为“历史理论”与“历史思想”。这些用法不仅令人迷惑，也不
利于历史理论研究的发展。
参见廉敏:《古今比较对于史学理论发展的意义———对当前史学理论若干问题的思考》，《晋阳学刊》2019 年第 5 期。
廉敏、黄畅:《“历史理论”一词源流考———对中西历史思想交流中一个关键概念的考索》，《晋阳学刊》2021 年第 5 期。
本文虽然涉及概念与语境，但仅就限定条件与限定对象做一般意义上的考镜源流的工作，无意运用西方的语境理论或概念史研

究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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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强调，“历史”与“理论”都来自近代日语对西文的翻译。① 这是一个事实。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
古汉语自身的发展及其对日语的影响。这里将“历史”与“理论”二词的古汉语源流依次论述如下。
( 一) “历史”
关于“历史”一词何时出现，学界陆续提出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出自南朝宋时裴松之的

《三国志注》:“( 吴王) 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籍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②但
这里实际上存在句读错误，正确的断句应为“历史籍，采奇异”。另一说法认为出自南朝梁萧子显
《南齐书》“积代用之为美，历史不以云非”一句。③ 这里的“历史”被部分学人理解为“史书”，④且因
这一用法只是一则孤例，所以，“历史”一词在这里的含义不宜过早论定。以上两种说法皆不足采信。
运用目前的检索手段查询若干传世文献可以看到，直至宋代，“历”与“史”并用的情形才逐渐增

多。如“星翁历史”，⑤或“历史星翁”，⑥等等。注释家称:“历史:推算日月星辰之运行岁时而记载历
史的史官。”⑦如此，一则可知宋代的确已经出现“历史”一词，二则可知宋代的“历史”一词呈现明确
的偏正结构，即“历”是对“史”的修饰。如果考虑到“历”( 历法) 与“史”( 史官)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
重要地位，那么可以发现，宋代出现的“历史”一词在继承古汉语单音词“历”与“史”各自文化内涵的
基础上对二者进行了有机结合，并由此形成一个区别于二者、且偏向于后者的新语义。可以说，以
“制历史官”为义的“历史”一词虽涉新造，却存留着鲜明的与史官传统一脉相承的古老意味。
至明代，“历史”一词的使用出现了些许变化。祝允明有言: “律经籍之典训兮，研历史之成

败。”⑧这里的“历史”继承了宋代的双声合成用法，却没有沿袭“制历史官”之义; 它与前句中的“经
籍”对应，当作“历代史籍”之义。结合“研历史之成败”一句，这里“历史”一词的准确含义当为“历代史
籍( 所记载的人事) ”。王世贞也说:“余生也晚，窃有志于史学。于是综集历史，削繁就简……”⑨这里
的“历史”显然应当理解为“历代史籍”。袁黄撰《历史纲鉴补》( 又名《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
本历史大方纲鉴补》) ，是目前可见中国古代第一个含有“历史”一词的书名。根据袁黄自序，此书乃
欲将历代“大方”之家———孔子《春秋》、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资治通鉴纲目》、金履祥《通览前
编》、刘时举《续资治通鉴》、李焘《续通鉴长编》、陈 《通鉴续编》、商辂《续资治通鉴纲目》诸书——
“合并之一家”，于是“取诸史而采辑之”，⑩10则知，“历史纲鉴补”中的“历史”也当为“历代史籍”之义。
李廷机尚有《历史大方纲鉴》一书，其中“历史”一词的使用详情不得而知。综观此类，大体可知，明
人可能已经习惯使用“历史”一词来表达“历代史籍”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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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晓丽通过整理《汉语外来词词典》、实藤惠秀所作“中国人承认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一览表”、马西尼“十九世纪文献中的
新词词表”、岑麒祥《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源词词汇，得到一份《日源外来词词表》，其中就包括“理论”和“历史”。参见夏晓
丽:《现代汉语中的日源外来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06 年，第 7、10 页。
韦昭:《吴书》，裴松之注，陈乃乾校点，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123—1124 页。
《南齐书》卷 40《武十七王·巴东郡王》，中华书局 1972 年版，第 707 页。
学界关于“历史”起源的多种观点及其相关示例，参见高强:《中文“历史”一词考源》，《兰台世界》2005 年第 9 期。
鲍云龙:《天原发微》卷 8，明正统道藏本。
郝经:《续后汉书》卷 84 上上《录·历象》，商务印书馆 1958 年版，“序”，第 1238 页。
郝经著、田同旭校注:《郝经集校勘笺注》卷 9《歌诗·纬亢行》，三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695 页。
祝允明:《怀星堂集》卷 1《骚赋·大游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60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第 374 页。
王世贞:《历朝纲鉴会纂序》，王世贞、袁黄合纂《历史纲鉴补会评》，上海鸿宝书局 1914 年石印本。
袁黄:《历史纲鉴补引》，《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 67 册，北京出版社 2005 年
版，第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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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章学诚有“历史合传、独传之文具在”一说，①近人卢绍稷、杨鸿烈等皆视此说为中国自有“历史”
一词的证据，并藉以反对该词源于日语的观点。② 结合全句语境，章学诚所谓的“历史”明显也是“历代史
籍”之义。此后，这一用法仍然存在。例如，陈衍有言:“外人每讥吾国无史学;所有历史，史料而已。”③应
该指出，晚清时期，“历史”一词有则有矣，且逐渐增多，但单独使用“历”与“史”的情形仍然是普遍的。
清末以来，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历史”一词作为“history”等西语的译语，突然被频繁使用，西

义也随之在中国语境中广泛出现。有些情况下，“历史”被用以指过去( 的人事、经历、历程等) ，如
“宜就欧美诸国讲其古今历史中重要事宜”; ④有些情况下，“历史”被用以指历史学科，如“于近时之
地理、历史、物理、算术，知者甚稀”。⑤“历史”一词的这些语义在中国语境中是前所未有的，除却“历
代史籍”一义在个别情形下得以延续( 这一点至今不被人们留意) 之外，“历史”一词一时间似乎失去
了与古汉语的联系。因此时“历史”的用法与今日已经相当一致，本文的溯源工作也到此为止。
( 二) “理论”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理”与“论”各自通过单字形式表达不同的事物。
至隋唐，佛教兴盛，佛理注重思辨，“以理论之”的使用频率有所增多。在此背景下，佛经中译本

曾出现“理”与“论”并用的情形:“理论则同如，是故不异;事论有机应，是故不一。”⑥这里的“理论”
与“事论”相对，可理解为“论理”或“以理论之”，尚有单字使用的痕迹。《汉语大词典》“理论”条以
唐代李延寿《北史》为例:“( 崔) 光韶博学强辩，尤好理论，至于人伦名教，得失之间，榷而论之，不以
一毫假物。”其释义为“说理立论;依理评论”，⑦仍与“以理论之”的说法相近。两例中这种单字联用
而形似一词的用法，反映出“理”“论”正经历着由单字演化为双字合成、由两种事物发展为一种事物
的过渡状态。只是，这种情形非常少见。多数情况下，“理”与“论”还是在单字意义上使用的。
进入宋代之后，理学广泛发展，单字“理”“论”的使用及二者的联合出现得更为频繁。单字用法

有如“以理论”“于理论”“就理论”“论理论事”“析理论事”“舍理论事”等，因时因事，说法不一而足。
且对“理”字的使用呈现精细化趋势，如“物理”“政理”“地理”“脉理”“人理”“情理”“一时之理”“事
理”“义理”，等等。在这种形势下，“理论”二字联用的情形也较之前更为多见，如“作何理论”“如何
理论”“不在理论之限”之类，其中的“理论”被用来表达“说理立论”或者“辩论是非”的意思，具有鲜
明的口语特征。这种用法在后来的元明清白话文学中变得非常普遍。在宋明时期的文人雅集中，实
际上也出现了更宜视为合成词的“理论”用法。例如:“逮根诸理论，吾或有先焉”; ⑧“吾儒存心制行，
当以贤哲理论为典刑”; ⑨“若夫排难解纷、发扬理论，非言其何以哉!”⑩10这说明在宋明时期，除了更为
常见的单字用法之外，“理论”作为一个词语的使用也已经不再少见。不过，无论口语还是文言，这时
的合成词“理论”始终带有单字“理”与“论”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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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又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861页。
参见卢绍稷:《史学概要》，商务印书馆 1930 年版，第 8 页;杨鸿烈:《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第 2 页。
陈衍:《石遗室文集》卷 9《四朝诗史叙》，清刻本。
端方:《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大清光绪新法令》，清宣统上海商务印书馆刊本。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 32《学术志一·西学》，清光绪刻本。
释智凯:《法华玄义》卷 6 上，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 4 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77 页。
蔡襄:《端明集》卷 32《祭弟文》，宋刻本。
邓球:《闲适剧谈》卷 2《志英论》，明万历邓云台刻本。
游潜:《梦蕉诗话》，明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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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一词的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清末。一个代表性的事例便是梁启超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分
类:所分十类中，第九类“史学”包含的( 甲) 类即“理论”，“如《史通》、《文史通义》等是也”。① 从与
之并列的“( 乙) 事论”“( 丙) 杂论”来看，这里的“理论”可理解为“论理”或者“依理评论”，其实并未
完全脱离“以理论之”的影子。
但是，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清末“理论”一词的西方意蕴及西式用法表现得更为主流。一种情

形是，“理论”用以表示西方的思想学说。例如，1842 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使用“神理论”来称呼
天主教关于神的教义:“又有《神理论》曰: 天地内有神，为极大全能，造化万物，管理万物。”②又如，
1866 年，威妥玛在《新议论略说帖》中对“理论”的使用:“且因外国理论与贵国亦殊迥异，不免中有欠
顺之词。”③这种用法与明代文献中的“贤哲理论”其实是一致的，只是理论的文化底蕴不同。又一种
情形是，“理论”被用来表示与实际经验相对的抽象思考。如谓“理论之不符于实际，是理论未精
也”。④ 将“理论”与“实践”对举，明显受到西方将“theory”与“practice”对举的影响。还有一种情形
是，“理论”用来特指某种学科中的思想、观点。如“理论物理学”“教育理论”“天学理论”，等等。可
以看到，“理论”的这些用法明显是中国与西方接轨的产物，其含义与今日相比已经相差无几。
综上所述，无论“历史”还是“理论”，作为独立的双声合成词，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均呈现深厚的文化

底蕴、必然的内在逻辑与清楚的历史脉络。不仅如此，它们还透露出与今日用法隐约相通的意味。像
明代“历史”一词表示的“历代史籍( 所记载的人事) ”之义，与今日“历史”一词具有的“常识意义上过去
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或者说历史实在”一义，都指向过去的事情，可谓貌异实同。⑤ 而“历代史籍”一义，
与今日“历史”的含义之一“过去事实的记载”，⑥更是接近。从宋明时期的“贤哲理论”到清末的“神理
论”，“理论”一词径直实现了古今与中西的跨越。更有研究表明，明代“历史”一词的用法几乎在同一时
期即已传到日本。⑦ 也有日本学者表示，“历史”是“历代史学”的简称，与中国古代史学有着直接的渊
源。⑧ 这些因素无不提醒我们，除却近代西语日译这一显著的条件外，中国古汉语中的“历史”与“理
论”已为“历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潜在的语言基础。对此，我们应当给予一定的重视。当然，中
国古汉语“历史”与“理论”相对晚出，应用有限，发展脉络不够强劲，不足以与“史”“理”“论”“义”等概
念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地位相提并论。对此，我们也须保持清醒。

二、概念初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

中国古汉语虽然孕育出“历史”与“理论”这样的说法，但二者至终都没有显现进一步结合的迹
象;“历史理论”这一表述来自清末民国时期学人对近代西方思想的学习与借鉴。
根据前述《“历史理论”一词源流考———对中西历史思想交流中一个关键概念的考察》一文，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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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 2015 年版，第 752 页。
魏源:《海国图志》卷 27《西南洋·天主教考上》，岳麓书社 2010 年版，第 874 页。
陈忠倚编:《清经世文三编》卷 21《治体九·新议论略说帖( 威妥吗) 》，清光绪石印本。
陈忠倚编:《清经世文三编》卷 80《洋务十二·外洋通论巵言》，清光绪石印本。
彭刚:《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20 世纪西方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
《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802 页。
唐卉称，“在与明代的贸易往来中，袁黄所著的《历史纲鉴补引》传到日本，‘历史’作为学术用语开始普及。”参见唐卉: 《“历史
( history) ”词源考———近代西学东渐语境下中国和日本的“历史”认识》，《社会科学战线》2020 年第 10 期。
参见长坪井撰、张玉涛译述:《史学研究法》，《学报》第 6 号，190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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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 世纪，在西方文献中才得以见到“历史理论”一词。① 被视为启蒙史学向历史主义过渡的关键
人物———德国历史学家瓦克斯穆特 ( Wilhelm Wachsmuth) 于 1820 年出版《一种历史理论的构想》
( Outline of a Theory of History) ，书中将“历史理论”分为“历史科学理论”与“历史艺术理论”两部
分。② 此后，西方传世文献中的“历史理论”便时常出现。其中，最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恩格斯对“历
史理论”一词的使用。1884 年，恩格斯这样表述马克思的历史思想:摩尔根“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
思的历史理论”。③ 这里的“历史理论”被用以指代马克思创立的新的历史观( 即唯物史观) 。正是从
这里开始，西方语境中的“历史理论”与中国之间发生了影响未来历史进程的重大关联。
( 一)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
“历史理论”一词在中国语境中首次引发关注，当推李大钊的有关论述与宣传。1923 年，已经接
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发表《史学与哲学———在复旦大学的演讲》。在此基础上，《史学要论》一书
于次年发行。该书从史学学科发展的角度对“历史理论”这一概念作出系统深入的阐述。
在该书的第二部分“什么是历史学”中，李大钊这样介绍“历史理论”:“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

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
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以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
就是建立历史科学。此种思想，久已广布于世间，这实是史学界的新曙光。”④这里的“历史理论”概
念可作如下理解。1.“历史理论”与“历史学”“历史科学”这样的学科概念地位等同。从表面上看，
这个定位似乎太高。实际上，这种说法有其具体的文化背景，即改造旧中国落后的历史学及历史观
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理论”在李大钊看来是非常切要的，几乎可以说是“历史科学”“历史学”
的代名词。2.“历史理论”与“记述历史”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一论述无疑规定了“历史
理论”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3.“历史理论”是历史的一般理论。这是李大钊运用当时的理论语
言对这一概念作出的定义。4.“历史理论”这一概念具有广阔的前瞻性。
在此基础上，《史学要论》一书明确、系统地阐述了“历史理论”或“历史科学”的学科属性与学术

体系，明确、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于史学迈进科学领域的决定性意义。围绕着历史理
论( 或历史科学) 学科的发展，该书依次讨论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 重点在于什么是“历
史科学”) 、“历史学的系统”( 重点在于“历史理论的系统”) 、“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史学与其相关
学问的关系”( 包括区别“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区别“历史理论”学科与“社会学”) 、“现代史学
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 也可以说是“历史理论”或“历史科学”对于人生态度的影响) 六个方
面的问题。其中包含的思想，不仅在中国史学理论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
本文无从得知李大钊由何而来“历史理论”一词，⑤也无从得知该词在李大钊之前的具体传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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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敏、黄畅:《“历史理论”一词源流考———对中西历史思想交流中一个关键概念的考察》，《晋阳学刊》2021 年第 5 期。
范丁梁:《现代德国史学历史知识的认知建构及其诉求转向》，《天津社会科学》2019 年第 4 期。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84 年3 月7 日于伦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 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
127 页。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28—529 页。
有研究表明，虽然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受到日本思潮的影响，但是，“具体到李大钊当年受到哪一位日本思想家的影
响”，则不易得出结论。参见石冈陶子: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之中日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
2006 年，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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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不过，这些缺憾不足以影响我们作出判断，即李大钊对“历史理论”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传播
具有首倡之功。其价值有如春天的种子。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在中国思想界得到虽不显著却不绝如缕的关注

与传播。其具体表现如下。1. 向外国学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1936 年，德国学者柯诺
( Heinrich Cunow) 的《马克思的唯物历史理论》中译本开始销售，①这是本文所见国内较早以“历史理
论”为名的著作。2. 对李大钊“历史理论”思想的吸纳与传播。如刘剑横对“记述”和“历史理论”的
采用与区分:“又在旧的历史学中，一切记载叙述，不过是王朝列传的记述……并没有进入于历史理
论的探求范围。”②3. 历史研究对理论研究的实践与推进。如 1934 年李麦麦的《先秦诸子之历史理
论及其论战》一文，运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分析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观点及其阶级
属性。③ 这些现象告诉我们，“历史理论”一词的运用及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直接
的联系，有时甚至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代名词;而这段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仿

佛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抗日战争促使这些星火爆发明亮光芒。1938 年，翦伯赞出版《历史哲学教程》。该书中，“历史

理论”一词展示出鲜明的实践性与战斗性。翦伯赞讲道，为了“以正确的活的历史原理，作为这一伟
大斗争的指导，使主观的努力与客观情势的发展，相互适应”，“因此，对于这些错误的历史理论之彻
底澄清，不仅是历史科学的研究任务，而且是目前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中一个紧要的政治任务”。④ 其
中的“历史理论”与翦伯赞同时使用的“历史哲学”“历史原理”“历史科学”等概念并无明确区别，
也无须细究;重要的是，翦伯赞强调，运用正确的历史理论即马克思主义( “正确的活的历史原理”)
对“错误的历史理论”进行斗争与批判，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翦伯赞实际上对历史理论的
标准提出了要求，即能够指导现实实践并以现实实践为科学准绳。《历史哲学教程》就是从抗日战
争这一现实实践出发，在与错误的历史理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树立抗日实践所需要的、能够引导
抗日实践走向胜利的真正科学的历史理论。翦伯赞对“历史理论”的运用，在“活的历史原理”“历
史科学”等方面体现了对李大钊思想的继承。批判中国历史研究中错误的历史理论，是中国社会
斗争深入发展的需要，是马克思“历史理论”在中国深入传播的体现，也是中国历史对马克思“历史
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历史理论”概念在抗战时期的实践性还表现为普通大众的学习与实践。1940 年，延安中国文
化社创办《中国文化》。艾思奇在该刊第 1 卷第 4 期发文，以言简意赅的例举方式告诉读者，在“理论
指导实践”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关于阶级关系推动历史发展的论述可以帮助人们研
究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可资运用的理论资源。⑤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走向
群众、走向普及的一个反映，是其人民性的体现。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之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的宣扬仍可见诸报端。例如，上海
《大公报》1949 年 1 月 10 日发表的由保罗·斯威齐( Paul M. Sweezy) 著、唐然翻译的《今日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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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总目 社会科学( 续) 》，上海《大公报》1936 年 6 月 19 日。有学者对此作出详细考述。参见韦磊: 《主体、媒介、内容: 民国
时期〈史学要论〉传播的三重维度》，《史学理论研究》2022 年第 5 期。
刘剑横:《历史学 ABC》，世界书局 1933 年版，第 19—20 页。
李麦麦:《先秦诸子之历史理论及其论战》，《新中华》第 3 卷第 18 期，1935 年 9 月。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序”，第 3、4 页。
艾思奇:《哲学是什么( 哲学讲座) 》，《中国文化》第 1 卷第 4 期，19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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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源》;同日香港《大公报》发表的曹绵之的《罗素怎样曲解马克思》，等等。对此，本文不再详加列
举。随着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指导作用与指导地位已经深入人心，对马克
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传播也将成为大势所趋。
( 二) 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理论”
这一时期，不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也不具有概念性质的“历史理论”也是存在的。目力所及之

处，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出现甚至更早一些。1919 年，英人《托尔斯泰传》的中
译本有这样一处文字:“关于其历史理论之为真为妄，传者于此□不必置议。”①这里的“历史理论”被
用来泛指托尔斯泰对历史的议论与观点。不过，这种用法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伴随着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理论”也陆续增多，有时甚至得到主流力
量的推广。例如，1928 年报刊宣传“三民主义”时指出，民生主义“融会古今中外与民生主义有关系
的历史理论和事实而贯通之”。② 这里的“历史理论”包括“马克思的唯物论”“林肯的民治主义”“法
国大革命的口号”等多种主张。此外，学术著作中也会出现“历史理论”。如李则纲于 1935 年出版的
《史学通论》中提道，“西欧史家的历史理论，亦在陆续迻译中。”③这里的“历史理论”与《史通》《文史
通义》《史学要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今日被归属为狭义史学理论的著作并称，或可理解为狭义的
史学理论。杨鸿烈于 1939 年出版的《史学通论》中对“瓦赫斯姆特( Wachsmuth) 著《史学原理大纲》
( Entwurf einer Theorie der Geschichte，1820) ”“特戈忒( Teggart) 《历史的原理》( Theory of History) ”“佛
林特( Robert Flint) 所著《欧洲的历史哲学》(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Europe) ”等都曾有所借鉴与引
用。④ 1946 年，吴恩裕用“历史理论”来表达一种与史学有关的哲学思想:“有人主张读历史可使我们
‘彰往察来’。此说法显然已经包括一种历史的理论或历史哲学了。”⑤这些示例应该说是西方有关
用法在近代中国的零星反映，不具有任何系统性，在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也非常少见。这种现象客
观地反映出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诞生之前，西人业已有所发展的“历史理论”并未引起当
时中国学者的特别注意与系统研究。
总而言之，“历史理论”一词在西方出现百年之后传入近代中国，尤其是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得

到系统传播。这一过程不仅使得西方“历史理论”一词广为国人所知，而且产生了适应中国语境的
“历史理论”概念———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凸显中国语境中“历史理论”在这一时期的主要
特征。虽然“历史理论”概念并非马克思主义专有，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传播者也不一定使用“历史
理论”一词，但在晚清民国时期，“历史理论”一词的出现通常与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宣传与讨论相
伴随，却是非常鲜明的事实。这表明在近代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思想文化交流过程中，从民族解放
的实际需要出发，中国有选择地吸收了西方的历史理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得到高度重视。在斗
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不仅在理论上结合了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情

形，而且还通过伟大的社会实践将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思想，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享有崇高的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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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Saroles:《托尔斯泰传( 续) 》，张邦铭、郑阳和译，天津《大公报》1919 年 10 月 26 日。
庞善守:《民生主义产生的背景》，《三民半月刊》创刊号，1928 年 9 月。
李则纲:《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46 页。
杨鸿烈:《史学通论》，第 22、25、316 页。
吴恩裕:《历史·哲学·逻辑·与政治思想的研究》，《东方杂志》第 42 卷第 19 号，1946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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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涵深化:不同问题意识下的“历史理论”

近代中国对“历史理论”一词的各种使用情形在新中国都得到了延续与发展，不过，随着新中国
不同寻常的社会实践及史学变迁，“历史理论”的内涵在不断深化的同时，其用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里，笔者拟特别关注其中四种具有鲜明特征的使用情形。
( 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旗帜下的“历史理论”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这一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各门学科都树立了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旗帜。历史学也不例外。① 新中国成立后对“历史理论”概念的使用，便是
在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的任务与工作中展开的。
“历史理论”被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建设的诸多方面。1. 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
的科学性及其指导性地位。例如，通过引用列宁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
个主要缺点”的论述，来揭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对以往“历史理论”的突破。② 2. 与资产阶级史学、
封建史学等非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理论展开斗争。如对汤因比“文明起源”等“历史理论”的批判，
对“四人帮”炮制反动“历史理论”的批判，③等等。3. 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学科理论进行区别。例
如，“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④ 4. 对
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进行内部分类。例如，以“历史理论”与“各历史专业”( 大约相当于今天所
讲的“具体研究”) 、“历史教学”相提并论; ⑤以“历史理论”与“历史事实”相区别，⑥等等。
这一时期对“历史理论”一词的运用较民国时期更为广泛，但鲜有对这一概念本身的研究。除去

各种含义不清的情形，“历史理论”多被用来指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关于东西方历史的
论述，以及指代社会发展规律、达尔文学说、历史主义、经济循环理论等。其中，有关“五朵金花”的讨
论尤为令人瞩目。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与“历史理论”相比，这一时期对“历史科学”这一概念的使用
更为多见。
( 二) 史学改革形势下的“历史理论”
改革开放后，鉴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史学界开始反思、总结马

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自身的规律，对“历史理论”的关注与使用随之逐渐被“史学理论”所取代。
1979 年，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可以说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向马克思主义史学
理论的过渡提供了契机。⑦ 之后，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祝祖耀翻译的《历史哲学和史学理
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区别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学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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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庆祝祖国四年来的成就 加强历史科学工作》，《历史教学》1953 年第 10 期。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诸问题》，《历史研究》1963 年第 3 期。
参见曹未风:《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批判之二———关于“文明起源”》，《学术月刊》1958 年第 10 期;黎澍:《评“四人帮”的封建
专制主义》，《历史研究》1977 年第 6 期。
刘丹岩:《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和联系》，《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 年第 1 期。
姜德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的科学研究工作》，《历史研究》1956 年第 9 期。
黎汩原等:《清算“四人帮”利用历史进行反党的罪行———部分工人和史学工作者的笔谈》，《文物》1976 年第 12 期。
参见《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举行》，《历史教学》1979 年第 4 期;王学典:《从“历史理论”到“史学理论”———新时期以来中
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西社会科学》2005 年第 6 期;刘后德:《成都历史学规划会议与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东岳论丛》202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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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两个概念的正式区别与重新定义，在这样的形势下顺势而生。
1986 年，陈启能发文强调，“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内涵却是不同”: “前者
是指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后者则是指同历史学有关的理论问题”。① 1987 年，瞿林东从
“历史的说明和中国史学”的角度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别及联系作出进一步论述。②

1992 年，何兆武在《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一书中写道: “这里的历史
理论和史学理论，其涵义大致相当于当今西方通常所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
以及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史论’。”③2016 年，瞿林东在深入思考“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内涵的基
础上提出，“充分认识历史理论的重要性和探索史学理论的体系构建，是历史学理论建设的双重
任务。”④

不过，也有学者对上述两个概念的区分持有不同意见。蒋大椿坚持在“历史理论”概念的基础
上反思史学研究存在的理论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思路: “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
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也是一个由极多专门领域有机地构成并分为若干层次的完整统一

的理论体系。”⑤意即，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理解与运用上，而非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别
上，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这一思想贯穿在《史学理论大辞典》的编纂中。针对“历史理论”与
“史学理论”的区分，编纂者指出，“广义的历史理论和广义的史学理论在内涵上存在着相互的重叠
和交融。”⑥

从“历史理论”一词在中国语境中的使用历程来看，这一时期集中对“历史理论”进行概念界定
的现象是史无前例的。这次努力不仅有益于改善多词一义、一词多义或多词并用的混乱现象，而且
有利于推进历史理论研究的明确化与专门化。此外，还需补充说明几点。1. 针对同样的问题，除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外，实际上还有其他用以区别的概念。⑦ 2. 总体上讲，改革开放以来，理
论兴趣“不断从历史理论转向史学理论”。⑧ 3. 多数从事理论建设的学者还是主张，历史学自身的理
论建设仍需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且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都“有很多进展，甚至突破性的进
展”。⑨ 总而言之，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史学理论不同于国外史学理论之处，是中国学者对马克
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 三) 继承我国史学优秀遗产思想下的“历史理论”
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尤其是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这一分支学科的

发展，对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发掘工作开始注意到历史理论方面的有关内容。
这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并与时俱进的结果。1979 年，白寿彝发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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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陈启能:《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光明日报》1986 年 12 月 3 日。
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1987 年第 1 期。
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编者序言”，第 1 页。
瞿林东:《再谈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学习与探索》2016 年第 12 期。
蒋大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87 年第 4 期。
蒋大椿、陈启能:《〈史学理论大辞典〉前言》，《史学理论研究》1995 年第 1 期。
参见宁可:《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一》，《历史研究》1984 年第 3 期;祝马鑫:《对历史学科学理
论体系的一点认识》，《史学史研究》1984 年第 3 期;谭英华:《关于促进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史学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李红岩:《中国史学四十年:样态、潜流、走向》，《中华读书报》2018 年 12 月 5 日。
卜宪群:《新中国七十年的史学发展道路》，《中国史研究》201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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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马克思主义出现前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从理论体系上讲。如果不是在体系上，而是在某
一具体论点上，是不是有唯物的东西呢，是不是有正确的东西呢? 我看还是可以有的。”①他还说，
“史学史包括什么内容呢? 第一，要研究历史观点、历史理论的发展。”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历史
理论研究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及其所刊《史学史研究》着力探索的领域之一。
在此基础上，2011 年，瞿林东主编出版三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第一次尝试系统地总结中

国传统史学中的历史理论遗产。全书以历史时段为经，历史观点为纬，比较立体地呈现了 1840 年以
前中国关于历史进程及其成败得失的思考。在历史观点方面，该书总结并提出天人关系、古今关系、
君主与国家的关系、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民族与文化的关系、兴亡之辩与历史鉴戒的关系等
在中国古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理论问题。用编者的话讲，全书意在“探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存在
状况和主要成就”，并“有助于沟通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体系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联系”。③ 这
是第一部以“历史理论”命名的关于中国古代历史观点研究的论著。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由此粗
具规模。
将西方的“历史理论”与中国传统史学相结合，是中国学者对“历史理论”的创造性贡献。这一

努力改变了先前历史理论研究对中国相关内容的贬抑，④西方的“历史理论”概念在汉语语境中开始
具有中国传统史学之理论精神的积极的内涵。
( 四) 正确解读经典要求下的“历史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相比历史学对历史理论研究的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历史理论的关注就显得

特别突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历史理论的研究，核心是如何正确解读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纵向上，马克思

创立其历史理论的前后过程和不同阶段都较之前得到更为详细的认识。横向上，马克思之历史理论
所包含的重要概念或内容，如人、劳动、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社会形态、城市、市民社会、世界历
史、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历史决定论、实践、发展、真理等，都得到更为深入的讨论。除去文章不论，
明确以“历史理论”命名的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历史理论经典著作导读》《马克思主义历史理
论经典著作导读》等。
另外，围绕如何正确理解经典理论，国外学者与之相应的有关论述，如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之前

的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传播与发展、唯物史观创立之后与之有别的其他历史理论等，也
得到中国学者的密切关注。其中，日本学者望月清司( Mochizuki Seiji) 1973 年出版的《马克思历史理
论的研究》( 『マルクス歴史理論の研究』) 、英国学者柯亨( G. A. Cohen) 1978 年出版的《卡尔·马克
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美国学者威廉·肖( William
H. Shaw) 1979 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在中国学界引发了长时间的
热烈讨论。
这些研究既是总结新中国成立 30 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经验教训的需要，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

建设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需要。虽然这个问题自民国初年便被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先行者正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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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9 年第 3 期。
白寿彝:《中国史学的童年》，《史学史资料》1979 年第 1 期。
瞿林东主编:《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上卷，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导论”，第 12 页。
如民国时期借用西方的“历史理论”来批判中国旧有的“记述历史”，新中国成立后 30 年通过“历史理论”来批判封建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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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并讨论，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有关思考不仅更为专业，而且带着反思与重构的意味，从而呈现前

所未有的阶段性特征。
总的说来，新中国成立至今，“历史理论”一词的使用仍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有着非

常密切的关系，这一情形与民国时期对“历史理论”的使用大体一致。有所不同的是，新中国七十
余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理解与运用，在规模、程度、内涵、外延等方面已有很大变化。这
种变化是中国发展过程中不同年代、不同领域的问题意识推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具体实践深
度结合的结果。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的成立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理论系
的建制，有望引领新的问题意识，推动历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指导下产生更为丰富的

理论成果。

结 语

通过历史地考察中国语境中“历史理论”一词的运用，我们可以形成这样一些结论性认识。
首先，汉语“历史理论”一词在中国语境中的使用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当西方出现历史

理论研究的现象及潮流时，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未能注意到西方世界的有关思想动态; 马克思创立

新的历史观后不久，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洪流席卷世界，民国时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很快意识到马

克思历史理论的进步意义，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宣传与实践由此展开，中国诞生了早期的马克
思主义史学;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被树立为真正的历史科学而得以在全国范围推

行，正面宣传、实践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同时，也与封建地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历史理论进行着
斗争;改革开放之后，历史学的理论研究转向知识、学术及学科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
有哲学化倾向，历史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历史研究实践。
其次，汉语“历史理论”在中国语境中大体产生了五种含义及用法。1. 泛指与过去有关的道理

论说。“与过去有关”可以是过去的自然、社会、人、事与物，也可以是对过去有所记忆的形象、文字
或思想。2. 专指与过去的自然、社会有关的研究或主张。这一用法广泛存在于西方 17—19 世纪
的历史研究中。今人或称之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历史本体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其中之一。
在中国，这一含义的“历史理论”一词被用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封建主义史观、资产阶级史观，
与“史学理论”相区别的“历史理论”，等等。3. 特指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学说，又称“唯物主义历史
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史的唯物论”“历史科学”“科学的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
义”等。此种含义的“历史理论”往往被视为 17—19 世纪西方历史理论最具创新意义的部分。
4. 指研究历史事实之间因果关系的专门学科，又称“历史科学”。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记述性
的历史研究相对。这种用法不再多见，但其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的精神内涵则延续了下
来。5. 专指历史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的理论。今人倾向于称之为“史学理论”或“分析的历史哲
学”。这种用法在中国语境中也不多见。上述五种含义与用法可能并行于一时，其使用程度或频
率会因时代变化与社会需求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归根结底皆与西方“history”一词的双重涵义有着
深刻联系。
再其次，汉语“历史理论”隐含中国古汉语基础。对此，我们之前未有充分意识，致使有关解释出

现了矛盾或者断裂。例如，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一词为何表现出难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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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中国学者至今仍然觉得有必要区分西方的“历史”与中国的“史学”两个概念?① “历史理论”这
个西方概念是突然被中国文化理解并接受的吗? 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思维，过去西方思想及中

国学术主要持质疑态度，为何现在却给予积极的发掘? 现在看来，这些问题背后存在一定的误解，我

们没有充分意识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联系。宋明时期出现的双声合成词“历史”与“理论”，为
弥缝中国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史学提供了一座语言桥梁。这座桥梁的一头通往以“史”为核心、以
“理”为要论的中国传统史学，另一头则通往以“历史”为基础、以“理论”为高标的现代史学———通过
这座桥梁，我们得以将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现代史学更加真实地联系起来，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也在

语言形式上。这不仅有助于解释前述诸多问题，而且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及中西历史理论的联
系与比较提供一条新思路。
最后，汉语“历史理论”与西方的“theory of history”同中有异。作为“theory of history”等词的一个

译语，汉语“历史理论”似乎应该享有与之完全一致的内涵，实则不尽然。1.“历史理论”与“theory of
history”在各自语境中的发展方向有所不同。不像“theory of history”既可指客观历史的理论，又可指
主观知识的理论，汉语“历史理论”在其发展脉络中多指关于客观历史的理论。而且，西方的历史理
论研究范式多变，而在中国语境中，汉语“历史理论”多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对人类
社会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的规律进行研究而得出的科学结论。2. 汉语“历史理论”从马克思创立新
史观之后才与西方的“theory of history”等同义或近义词语接轨，但该词与此前西方史学中的理性传
统能否顺利对应，仍然是一个疑问。《史学史研究》2007 年第 4 期刊登三篇关于西方中世纪之前“历
史理论”的文章，②均从问题意识出发讨论若干有关的理论议题，并不涉及“历史理论”的对译问题，
无意中反映出上述疑问的存在。3. 汉语“历史”“理论”与西方诸如“history”“theory”的表述在文化
内涵上也有差异。目前的对译只有在忽略东西方词语之文化内涵的情况下才是成立的。例如，如果
考虑到汉语“历史”中包含着“史”的文化传统，而“史”又具有“史官”“史籍”“史事”等多种含义，那
么，仅仅对译为“history”( 含有“过去发生的事情”与“历史书写”二义) 就远远不够了。
在中国语境中，“历史理论”总体而言既是一个学术专有名词，更是一个具有重大社会实践意义

的思想概念;既指导着史学理论研究，又与史学理论研究相区别;既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又日益丰富

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内涵。鉴于此，本文认为，在使用汉语“历史理论”一词时，需要充分考虑到它在中
国语境中的历史语义，明确界定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自觉推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发展，努力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理论，最终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打
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

( 作者廉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邮编: 100101)
(责任编辑:尹媛萍)

(责任校对:敖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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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method，they studied the impact of the War o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subsequent impact of the
environment on Chinese society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By identifying the
long-term trend of Japanese scholarship on this issue，we can also promote the academic reflection on the study
of the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within Chinese scholarly community.

Between Continents: The Evolution of Red Sea Historiography / / Wang Tao，Huang Shishun

Ocean-centered research on the hisotry of the Red Sea is on the rise. Over the time，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d Se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d
Sea. From the middl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Red Sea in Europe and America proposed a great diversity of topics. Since the 1930s，the
perspectives of research on the hisotry of the Red Sea has been inspired by the rise of general histor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pivoted its course. The Red Sea has transformed from the“background”to the
“subject”for historical studies. After the 1990s，influenced by the view of global history，historians re-
examined the land-based historical view，which gave rise to“New Red Sea History”. Based on the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perspectives， researchers put forward issues such as historical studies from
“connectivity”to“mobility”，proposing a“network”based historical approach. They also discuss the
formation of Red Sea identity. While experimenting with new paradigms，researchers also explore new
directions for Red Sea historical studies.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 / Chu Yanho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the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 history in
American academia developed rapidly and productive achievements were mad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omen's images，activity space and women's development． The extensive use of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oral history，ethnographic research and gender paradigm，constitute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in this fiel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joint action of the specific social context and many cultural and academic
trends，the basic visage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 histor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shaped．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critically draw on the methods and theories from American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 history，think about the possibiliti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Americ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pplied to Chinese studies，identify the insights and biases of the perspectives from
American feminist stud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and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 history．

The Us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erm“Theory of History”in the Chinese Context / / Lian Min

The use of the term lishi lilu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is still lack of clarity，which would potentially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theories in China. The term lishi lilun did not exist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two-syllable words，such as lilun ( theory) and lishi ( history) ，gradually appeared during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e concept“theory of history”was introduced from the West to China in modern
times，and it highlighted its Marxist impulse for a social revolu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til today，the connotations of the concept of“theory of
history”has been largely develop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including how to develop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history through Marxism and Leninism，how to reform historical studies，how to learn from the
extraordinary lega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and how to interpret the classics correctly. Thus，
“theory of history”was an imported foreign concept in modern China with Marxism as its main connotation
and it has been continuously sinicized.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Its Historiographical Significance / / Hu Chuqing

The theory of rise and fall is both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a
significant topic for us to study today. This theory originated very early in the ancient China，and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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